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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党义”: 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及其意蕴*

◎ 朱文哲

内容提要 民国建立之后，政府推行来自西方的阳历以取代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

但如何调和两者的冲突并构建全新的时间秩序和时间表达体系，仍是当政者面临的难

题。为应对这一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试图构建全新的官定历书内容体系。

1929 年至 1930 年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内政部和教育部

等部门围绕如何编纂新历书，进行了多次讨论，对历书中添加何种内容，以及如何添加、

命名，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展现了参与各方主张的歧异。最终，“党义”为本、弃绝旧

法，成为新历书编订的主要取向。这些争论揭示了官定历书知识体系的蜕变，以及不同

编订取向对官定历书内容重构的影响，呈现了现代时间秩序构建面临的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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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之际，中国试图融入西方主导的“世

界”体系，而作为“世界”秩序重要特征之一的时间

标准化，①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需要接纳的内容。

经由官定历书构建新的时间表达体系，成为这一时

期中国构筑现代时间秩序的主要方式。然而，在近

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构建官定历书的知识

体系以便“与世界大同”，同时利用历书在民间的深

厚基础以扩展这一时间表达体系的影响，就成为当

政者面临的难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随即着手编订

新历书，并将历书名称改为“国民历”。1929 至

1930 年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国民党中央党

部、教育部和内政部等部门，围绕国民历编订产生了

激烈争论，展现了参与历书编订各个部门的不同立

场，揭示了现代科学知识与国民党党化教育对官定

历书编订的影响。②本文即以当时各方围绕国民历

编订的争论为考察中心，试图梳理国民历知识体系

重构的历史进程，并解析影响国民历内容变动的多

重因素，以呈现近代中国现代时间秩序构建的困境。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官定历
书研究”( 15CZS038)

① 相关述论可参阅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
准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7 期。

② 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书编订，陈遵妫、陈展云等人
作为当事人又作为研究者，对相关情况有较为细致的记载和梳

理，可参见陈展云: 《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
台，1985 年，第 83 ～ 108 页; 陈遵妫: 《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 年，第 1388 ～ 1405 页。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民
国时期的改历运动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

国民历编订与颁行的相关情况，可参见左玉河:《论南京政府的废
除旧历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华民国史研
究三十年( 1972 － 2002) 》( 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第 1167 ～ 1219 页;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近代中国时间制
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谢忠强:《报
纸与都市民俗鼎革———以〈申报〉在民国上海改历进程中的助推
作用为中心》，《民族艺术》2015 年第 6 期，等等。但总体来看，现
有研究成果着重梳理民国时期推行新历废除旧历的情况，对历书

印制形态及内容体系的蜕变着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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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历编订机构的变动

颁历授时，是古代王朝维护皇帝权威与政治秩

序的重要工具，迟至唐代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历书制

作与颁行机构。明清时期，历书制作与颁行主要由

钦天监承担。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以现代天

文学为指导建立的中央观象台承担了官定历书的编

订任务。但因民国前期政局动荡，中央观象台推行

新历书的成效不彰。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京政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通过历书以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与权力来源的正当

性，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据曾经亲历《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编订工作的

陈展云所言，“南京政府成立最晚，法律根据最薄

弱，为了提高它的威望，凡有助于粉饰自己合法性的

措施都积极采取，由于颁历在历代都被视为统治权

的象征，这就是很早建立起‘时政委员会’这个机构

和编制、颁布《国民历》的由来。”①此时的时政委员

会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其工作人

员主要有高鲁、陈遵妫和陈展云等。在编订历书的

过程中，陈遵妫依照北京政府中央观象台已经编好

的《中华民国十七年历书》为底本，整理成为《中华

民国十七年国民历》，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印行。

1927 年 6 月，蔡元培认为“欲改官僚化为学术，

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提议设立大学院案”。②

此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05 次会议议决后，

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同时，大学院又设立中

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同年
11 月，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

天文学与气象学列于其研究范围之中。③ 1928 年 1

月成立了中央观象台筹备委员会，由高鲁、竺可桢、

余青松担任筹备委员，④其中分设天文组与气象组，

2 月改组为天文研究所，其职责之一就是编订历

书。⑤ 但大学院设立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

对。⑥ 4 月 10 日，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国立中央研究

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

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⑦ 10 月 3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

长的请求，由蒋梦麟继任。⑧ 11 月 1 日，国民政府又

下令:“大学院着改为教育部，所有前大学院一切事

宜，均改由教育部办理”。⑨

不过，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却为历书编订与颁发

带来了问题。在北京政府时期，隶属于教育部的中

央观象台承担历书编订任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
后，新设的时政委员会负责新历书的编订与颁行。

不久，大学院成立，时政委员会撤销，历书编订任务

则改由天文研究所承担。大学院撤销之后，中央研

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而教育部又承接了大学

院的全部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由那个机构负责历
书的制定与颁行，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1929 年
1 月 23 日，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议“历书改归内政
部颁行”，在他看来: “现时中央研究院已直辖于国
民政府，则编制历书不在教育部管辖范围之内，且教

育部组织法，又本无关于制历颁历之明文，若仍沿袭

旧制，由教育部颁行历书，似觉名实两不相副。窃以
为授时要政，与民众礼俗极有关系，拟请修正内政部

组织法第三条，于礼俗司职掌项下，加列关于历书颁

行一项，较为允洽，至于编制历书，仍可由内政部委

托中央研究院转交天文研究所办理。”瑏瑠此项提案随
后提请立法院核议，不过立法院迟迟未能定案。
1929 年 4 月 16 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同意蒋梦麟的提

议，随后由行政院呈文国民政府，指出历书需尽早编

订付印，“方不误次年之用”，“现在为时已迫，似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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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卷第 1 期，1928 年 1 月，第 63 页。
《中央观象台筹备委员名录》，《大学院公报》第 1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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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速规定颁发，免误进行”。4 月 26 日，南京国民政

府发布训令同意行政院所请，要求“中央研究院从

速编制，以免迟误”。① 不过，此后立法院在核议中

则认为，历书编订事项“应归何部职掌，尚待考虑，

一时似可暂维原状，无庸即行改订”。② 在这种情况

下，教育部也需要承担官定历书的编订任务。

另一方面，通过历书对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宣传，

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强化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内政

部作为管理地方行政及社会事务的机关，③推广新

历书也成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 1928 年 5 月 2

日，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就呈文国民政府，提出了推行

国历的八条措施。在他看来:“授时贵在统一，国历

期在实行。”针对普通民众拘泥旧习，阳奉阴违之状

况，“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而厉行国历，非详

订办法将各界关于利用阴历之习惯一律改正，并于

预制历书之先将办法提前公布，切实宣传，实不足收

推行尽利之效。”④该建议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

意，由此也使内政部得以参与历书的编订与颁行工

作。此外，通过影响广泛的历书向普通民众宣传自

己的政治理念，也是国民党的重要考量。1928 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就拟定了《实行国历

宣传大纲》，对“国历是什么”“国历有什么好处”，进

行了较为细致地解释，并制定了 15 条宣传口号，要

求各级党部厉行国历。⑤ 随着“党义”宣传在国民历

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负责“党义”材料编订与宣传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也参与了历书编订工作。

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时间就是权力，这对

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

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

了社会生活。”⑥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利用历书在

民众生活中的广泛影响以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有

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中

华民国代清而立，但并未能够实现政治的完全统一，

现代国家的构建并不顺利，南京国民政府要完成这

一历史遗留任务，实现政治的一统和有效运作，其中

构建统一的时间秩序至关重要。因此，南京国民政

府及国民党赋予了历书极为重要的功用，加之编订

历书机构的蜕变，最终就形成了多方共同参与历书

编订的状况: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作为历书的主

要制作者，承担着历书推算和编订的重要职责，内政

部、教育部则共同承担历书发行推广的重任，而国民

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则主要提供“党义”材料。实际

上，这些机构的共同参与，就是为了实现对时间体

系、时间的象征和时间的解释的控制，从而为构建整

齐划一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础。为了解决历书编订中

因各方职责不一及取向差异所造成的分歧，有关各

方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并以公函往来讨论相关问

题，以期在历书制作的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

二、“党义”为本与弃绝旧法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北京政府时期的历书编订

采用“新旧并立，以便民用”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民

俗习惯难以骤改，就使得新定之官历在民国前期未

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行销范围及影响极为有限。

因此，调和新历与旧历的关系，就成为官定历书改制

面临的重要问题。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弃绝

官定历书中旧历的议论不断。1927 年，由高鲁主持

编订的《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就对以往的旧历

进行了大幅删改。1928 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蒋

梦麟呈文大学院，指出“禁止沿用废历，以期实行国

历，而便确定学校历事”。在他看来，使用旧历，因

月日节气不定，极为不便，且旧历为袁世凯帝制的遗

留，于政治革新无益。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旧历对学

校教学造成了诸多不便。为此，他提出废除旧历，并

列出了九条具体措施，其中涉及历书编制与发行有

两条: 一是编制历书，不得附载废历或附载可籍以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国民政府训令第 293 号( 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 为令中
央研究院从速编制历书由》，《教育部公报》第 1 卷第 5 期，1929
年 5 月，第 4 ～ 5 页。

《内政、教育两部职掌事项有应重行厘定案审查报告》，
《立法院公报》第 5 期，1929 年 5 月，第 58 页。

《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法》，《内政公报》第 1 卷第 1 期，
1928 年 5 月 1 日，“法规”第 1 页。

《国民政府内政部呈第 26 号》，《内政公报》第 1 卷第 2
期，1928 年 6 月 1 日，“专载”第 1 页。

《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 30 期，1928 年 12
月 31 日，第 36 ～ 42 页。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99 页。
朱文哲:《旧俗、新知与政治: 辛壬之际官定历书的改制与

编定》，《民俗研究》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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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废历之晦朔弦望表; 二是全国各书肆、印刷所、报

馆、商店，不得印行附载废历之历书、日历、月历、月

份牌及专载废历之万年历，并不得于报端附载废历。

对蒋梦麟的呈文，时任天文研究所所长的高鲁给予

了回复，其中对新历书删除晦朔弦望的建议并不认

同。① 同年 5 月，内政部部长薛笃弼提出“废除旧

历，普用国历”议案，其中涉及历书编行的内容有三

条: 一是制定发行及仿印国历条例，“以立实行国历

之基础”; 二是严禁私售旧历新历对照表、月份牌及

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 三是妥制农村应用之廉价

月份牌、月份表。② 对此建议，行政院议决之后，要

求教育部、内政部分别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实施办

法。③1929 年 7 月 16 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内

政部、教育部在印制 1930 年( 民国十九年) 历书时，

不得附载旧历。④ 这一通告以法令的形式禁止了

旧历，但新历书如何编纂，仍是历书编订者面临的

难题。

1930 年 1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致

函参与国民历编订的有关各方，就历书改制问题提

出新设想: 不可偏废“本党党义与历法常识”，“拟于

编辑二十年( 1931 年) 国民历之际，于原有材料外，

酌增天文图说，俾民众咸知时刻时间决定之方法，并

使其洞晓新旧历之优劣，庶足为普及常识，推行国历

之一助。”⑤1 月 31 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就来

年国民历编制问题召集各方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

会议的人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编撰科代理主

任方治、内政部科长绩模、教育部参事赵遒传和科长

高舆、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秘书高平子、研究员

陈遵妫，会议记录员为天文研究所的陈展云。对于

此次会议的目的，余青松在致辞中就说: 各个部门

“对于历书内容，倾向颇不一致，故取材标准、眼光

亦各不同，惟恐将来编成后意见纷歧，多所修改。特

于事前约集三机关主管员司举行会议，先将历书内

容详细规定，俾事后可省增删手续。”会议首先讨论

天文研究所有关历书编制的七条提案。其内容主要

是: 1、十二月历下“总理遗训”改为“历书图说”; 2、

数字不用简写; 3、节气朔望及太阳出没时刻仅按东

经 120°推算; 4、交食图表按省分列之; 5、加刊经纬

度表; 6、加刊历代甲子纪元对照表; 7、加刊阴阳历对

照表。⑥ 其中分省的交食图、历代甲子纪元对照表

和阴阳历对照表，都是北京政府时期官定历书的固

定内容，但《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将之全部删

除，却在十二月历下添加了“总理遗训”替换了此前

历书中的“天文图说”。

天文研究所试图恢复北京政府时期历书某些定

制的建议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对七条提案中的第
2、3、4、5 条，参会者均无异议，但对其他三条内容争

议颇大。针对将“总理遗训”改为“历书图说”一案，

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方治就认为:“党义宣传，多多

益善。且在训政时期，更应注意宣传。本席赞成添

印天文图说，但因此竟将总理遗训删除，似亦不妥;

不如将总理遗训改刊于其他地位。”最终议定，“总

理遗训”可附加于十二月历表之后，“由中央宣传部

供给新颖材料。”⑦对于加刊历代甲子纪元对照表和

阴阳历对照表，天文研究所的意见与教育部代表的

看法形成了明显对立。高平子认为附甲子纪元对照

表，“只求中西历某年与某年之对照，以供史家之参

考”，且“此种材料，易引兴趣，可使读者欢迎也”。

但在教育部代表赵遒传看来:“为使读者欢迎，应选

与全国民众有关之材料充实之，不应专投合一部分

史家之嗜尚。又甲子恐为术者利用，用以卜休咎，在

此厉行国历潮流中，继由本会议通过，恐中央亦为之

推翻。”对于添加阴阳历对照表，赵遒传也认为:“中

央对于过去旧历时日改算新历之办法，只主张笼统

计算，即直接将旧历日期移于新历月日数字与之相

同之日期，譬如对于孔子诞日及黄花岗纪念日所定

办法，即其例证。”对于此种直接改换节日日期的强

制行为，余青松就说: “若令民众一律直接改算，恐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陈展云:《最近一年中国内政之改历运动及普行国历运
动》，《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第 5 期，1928 年，第 22 ～ 23、25 ～
26 页。

《国民政府内政部呈第 26 号》，《内政公报》第 1 卷第 2
期，1928 年 6 月 1 日，“专载”第 2 ～ 4 页。

《训令: 第 3327 号( 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 令内政、教育部:
为令饬以后历书不应再附旧历通行遵照由》，《教育部公报》第 1
卷第 8 期，1929 年 8 月，第 84 ～ 85 页。
转引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400 页。
⑦《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会议记录》，《国立中央研究院

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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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未必情愿”。但赵遒传坚持认为，“目前在过渡

时期，为推行国历起见，不妨矫枉过正。将来全国普

用国历时，再行刊入不迟。”①这样天文研究所试图

在历书中加刊历代甲子纪元对照表及阴阳历对照表

的提议，未获通过。在会议讨论了天文研究所的七

条提案之后，教育部代表高舆提出“删除日序下之

干支案”，赵遒传提出“删除日序下朔望两弦案”和
“旧历中之岁时令节一律移于新历相同日期案”，中

央党部代表方治提出了“加刊训政时期七项运动纲

要案”。这些议案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历对国

民党“党义”的宣传，也加剧了自民国建立以来历书

编订当中的新旧之争。

对于删除日序下朔望两弦，这是自国历运动以

来就已凸显的问题。朔望两弦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极

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围绕朔望日形成了丰富的民俗

活动。晚清时期，朔望被时人看作是中国历法区别

于西洋历法的重要特征之一。② 南京国民政府推动

国历运动之后，在有些人看来，朔望两弦都是旧历中

的内容，国民历自然应与之“一刀两断”，将之完全

删除。1930 年 1 月前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鄞县执

行委员会委员左洵在呈文中称:“查潮汐涨落时刻，

虽经中央规定参照国历上所载之朔望弦推算，惟朔

望弦为废历遗留之名词，若继续沿用，则一般囿守旧

习之愚民，势必依此推算废历，同时作宣传反对厉行

国历之口实。为此，拟请省执委会转呈中央聘请专

家，迅将潮汐涨落时刻另行研究推算，明白规定，籍

免推行国历之窒碍。”③同样，1929 年上海市社会局

制作的《中华民国十九年国民历》也保留了“朔望”，

但市政府接到市民投函称，新历书虽有摈弃旧历之

举，不过“朔望”仍在，不啻暗示推算阴阳五行、黄黑

道吉凶诸说，这些内容无以破除迷信，似于废除旧历

不够彻底。上海市政府收到来函之后，要求社会局

审核历书并将“朔望”删除。对此上海市社会局的

回函中坚持己见: 一是因为朔望是自然天象，与现实

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航行有关，自可不必

废除”; 二是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仍刊“朔望”。④

不过，在 1930 年 1 月 31 日的会议讨论中，教育

部代表则要求删除朔望。在他们看来，“朔望刊于

日序下过于醒目，易使民众利用为使用旧历之依

据。”对此，天文研究所的高平子则反驳道:“朔望为

显著之天象，不能因禁止民众使用，遂一并使其不

知。”⑤因此前天文研究所就保留朔望问题已向国民

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做出了详细陈述，删除朔望在此

次会议上未能定议。2 月 21 日，天文研究所再次召

集此前与会各方，继续讨论修改国民历的遗留问题。

教育部代表赵遒传仍坚决主张删除“时令纪要”中

朔望之记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的方治也认为

“日序下不必记载朔望两弦”。天文研究所所长余

青松则坚持认为:“十二月历中如不记载时令，仅留

日序及星期，则历书将不复成为历书，故讨论结果决

定，本所意见仍主张将朔望弦刊于时令纪要中。”在

讨论僵持不决之际，天文研究所张钰哲的提议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即国民历中对朔望日的标记可以

“仿照西洋历书记载月象之办法，以符号志其盈

亏。”会议最终决定“日序下不记载朔望两弦”，“朔

望两弦日期，立表另刊于十二月历后，但表中不用朔

望弦字样，而仿西洋历书记载月象之办法，以符号志

其盈亏。”⑥不过，1931 年 10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行

政院发布公告要求“严禁全国各药铺沿用废历朔望

折扣售药”，“而利推行国历”。⑦ 这一公告实际上等

于禁止了以旧历朔望日名义开展的商业活动和民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会议记录》，《国立中央研究院
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11 页。
晚清时期，曾经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就发现西历中“无所谓

晦、朔、弦、望”，他依据中国历法的经验认为: “夫一月之命名，系
乎天之月魄。月魄尽; 则一月以终，月魄生，则一月以始。天显其
象于上，入遂因而名之。至于因馀置闰，而月魄之死生，仍适协其
时而不稍舛。”“西人测算之学号称最精，乃参差其日以为月，致
一月之终始日，与月魄绝不相符，命名目月，其实则全乖矣。”参见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8 ～ 39 页。

《关于编制二十年国民历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各部往来公
文》，《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126 ～ 127 页。

《社会局主张新历不废朔望》，《申报》1929 年 11 月 16
日，第 13 版。

《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会议记录》，《国立中央研究院
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8 页。

《天文研究所召集之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第二次会议
记录》，《国历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9 期，1930 年 3 月，
第 7 ～ 8 页。

《训令: 第 3507 号( 十九年十月一日) : 令内政部: 为奉交
严禁全国各药铺沿用废历朔望折扣售药案仰转行査照办理由》，
《行政院公报》第 192 期，1930 年 10 月 8 日，第 12 ～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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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由此可见，尽管天文研究所等制作历书的机

构反复陈说朔望标识的科学意义，但因朔望日在中

国传统历法中的独特标识作用，被行政当局视为使

用旧历的象征，甚至被看作迷信活动开展的表现而

被禁止使用。

对日序下不列干支问题的讨论更是一波三折。

民国建立之初，官定历书保留了旧历的内容，其中阴

历日序之下就添加了干支，1927 年制定的《中华民

国十七年国民历》将之完全删除，随后制作的《中华

民国十八年国民历》则又在日序下添加了干支。在

第一次国民历会议上，教育部代表提议删除日序下

的干支，参会各方均无异议。① 不过，第二次召开修

改国民历会议时，教育部代表则认为此前的提议系

个人意见，因教育部长官对删除干支提案存在不同

看法，所以教育部代表请求对此重议，在他们看来:

“因干支之作用，原用于纪日，与考据有益，与迷信

无关。多备一格，有利无弊，故主张仍刊列之。”但

此提议遭到了内政部代表绩模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宣

传部代表方治的坚决反对，他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

理由: 一是干支会助长迷信，国民历附载干支，有人

藉此即可推算阴阳五行; 二是国民历附载干支与国

民政府推行国历的方针相悖。特别是内政部承担查

禁迷信历书的重任，“干支与阴阳五行有关，倘国民

历仍予刊载，则不特与禁令矛盾，且恐外间以此为口

实向本部反诘，本部将无以自圆其说。”②因争议双

方争持不决，最终方治说中央党部负责人认为干支

无保存价值，如果议案最终送交中央党部审核，必被

否决。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最终否决了教育部代表

在日序下保存干支的提案。不过此问题并未因此最

终解决。随后，天文研究所将《中华民国二十年国

民历》送教育部审核，其中日序下未列干支。教育

部随即来函:“查原稿编制完善，极深纫佩。惟日序

之下，似应仍将干支列入，以便天文学及历史上之考

据。”③天文研究所在 1930 年 5 月 21 日的回函中

称，“关于补列干支一事”，尚需将提案迳送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付议，“敝所照列与

否，当以会议之决议为从违。历书稿本暨附件仍

检还，贵部查收。倘届时会议通过补列，敝所当另

编明年全年日期与干支对照表一份，送请贵部参

考，因原稿早已缮正，不易嵌入故也。”④ 5 月 27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召集内政、教育、工商

各部及天文研究所，共同商议彻底禁止旧历的问

题，教育部代表再度提出“( 民国) 二十年国民历之

日序下仍拟刻入干支案”，因该案是“教育部函征

中央宣传部同意，而由中央宣传部提出讨论者”。

最终会议决定该案“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政治会

议提出讨论。”⑤至此，国民历编订有关干支的争论

才告一段落，而此后出版的国民历日序下也不再

继续添加干支。

在国民历编订的争论中，“党义”材料看似与时

间体系并无关系，但实际上在日序下添加“总理遗

训”，就已经具备了对时间解释的功能，因而也构成

了国民历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国民党的党政部门

对此高度重视。而国民历编订中“弃绝旧法”的取

向，意在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改用阳历遗志

的“真正”继承，进而通过构建全新的时间体系巩固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构建新秩序的

考量，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党政部门希望将旧历

内容全部删除，甚至将旧式历书中的朔望视为迷信，

要求更多地传播国民党的“党义”，进而构建起官定

历书全新的表达体系。但这一取向与天文研究所试

图通过历书传输科学知识的主张形成了偏差。由此

形成了官定历书编订中的新旧之争，不仅造成了官

定历书内容体系的庞杂，给新历书的编订造成了困

难，且“弃绝旧法”编订的历书脱离民众也将阻碍新

历书的推行。

三、重定节日与改正旧俗

节日与纪念日是社会时间建构的重要形式，其

文化内涵与政治功能在构建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中

①

②

③

⑤

《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会议记录》，《国立中央研究院
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8 页。

《天文研究所召集之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第二次会议
记录》，《国历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9 期，1930 年 3 月，
第 6 页。

④《关于编制历书事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关系各部往来公
函汇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52 页。

《天文研究所五月份概况》，《国历中央研究院院务月
报》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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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南京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在

官定历书中设置传统节日及革命纪念日。① 对此问

题，与会各方高度重视，但形成了对立的两方意见:

一方认为将旧历岁时节令一律移于国历相同日期，

另一方认为用新的纪念日替代原有的节庆体系。在

第二次修改国民历会议上，教育部代表提出了“废

历岁时节令一律移于国历相同日期案”，其案主要

有两点内容: 其一，让普通民众有娱乐休息之节日;

其二，辅助国历的推行。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内政

部代表绩模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方治的反对，他

们都认为应该于“国历中各种纪念日提倡新的娱

乐”，方治甚至说“革命纪念日中之一月一日、十月

十日等日，其意义何等重大，端午、中秋乌可与之相

提并论。何妨呈请中央令行全国党政机关提倡于此

等纪念日中举行正常娱乐”。尽管教育部代表赵遒

传和高舆都坚持认为，保存旧历岁时令节，并将其日

期改于国历进行，既能适应目前民众知识太低的现

实，又能借助民众熟悉的节庆仪式，施行国民党的

“教化”之策，不过由于双方意见对立，彼此争持不

下，会议最后决定: 对于教育部提案，“本会议不表

示可否，由教育部单独向行政院提议，采用与否，视

政府意见为从违。”②

1930 年 3 月，内政部、教育部呈请行政院，提出
“以现在旧历节日一律废止，拟另订相当之替代节

日，以资民间休息及娱乐”的议案，其中认为: 传统

节日如元宵、端阳、中秋等影响深远，亦是民众“调

节终岁之劳苦”的机会，所以“骤然废除，似尚有未

当”。而新定的政治纪念日，如总理逝世及七十二

烈士殉国等，不能使民众得以休息和娱乐。除此之

外，传统节日之推算“向来均以旧历为准”，但在改

用国历的背景下，“若悉仍旧贯，殊与禁用旧历之法

令相抵触，自以另定相当之替代节日，通行全国较为

适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现实状况，他们也

提出了三项具体办法，以改正旧俗: 一是除中秋外，

将旧历节日一律改用国历月日计算，即以国历一月

一日为元旦，十五日为元宵，三月三日为上已，五月

五日为端阳，七月七日为七夕，十五日为中元，九月

九日为重阳，十二月八日为腊八，至于中秋则改用最

近秋分之望日( 最早九月九日，最迟十月七日) 。凡

民间于沿用旧历时，所有之观灯、修褉、竞渡、乞巧、

祀祖、赏月、登高等娱乐及休息之风俗，均听其依时

举行。通过这一“兼筹并顾”的方式，适应民众的需

求，进而使民众的注意力转移，最终适应新历。二是

各级政府机关暨各级学校，仍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

修正公布的各机关及学校放假日期表为休假标准;

三是新定之替代节日，拟于印行二十年( 1931 年) 国

民历时，分别载明于国历月日之下，以新观听，而杜

纷歧。③ 该议案转呈行政院后，经过行政院第六十

次会议议决，随即转呈国民政府审核。④ 1930 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对此前内政部、教育部

提案中所拟定的新历节日及其名称做出议决: “七

夕不列，端阳改名重五，重阳改名重九，上巳改名禊

辰，元宵改名上元，余悉照原呈所拟办理”。⑤ 随后

内政部、教育部致函天文研究所，要求将新定节日增

入国民历，旧历节日一律废止。⑥ 至此，南京国民政

府初步完成了对传统节日体系的改造。在这一过程

中，国民党的党政部门改易旧历岁时节令日期为相

应国历日期，又试图将新的意识形态与旧有的民俗

习惯相连接，期望在传统节庆的“旧瓶”当中添加新

的“党义”，从而真正收到“改正旧俗”的实效。⑦ 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现有的研究更侧重梳理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历

中对革命纪念日的设置，而对历书中传统节日的演变着墨较少。
相关研究可参见: ［日］小野寺史朗:《国旗·国歌·国庆: 近代中
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 235 ～ 276 页。

《天文研究所召集之修改二十年国民历内容第二次会议
记录》，《国历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9 期，1930 年 3 月，
第 7 ～ 8 页。

《内教两部拟定旧历节日替代办法》，《申报》1930 年 3 月
9 日，第 10 版。

《训令: 第 1314 号( 十九年四月四日) : 令教育，内政部: 为
呈奉修正代替旧历节日案仰遵照办理由》，《行政院公报》第 134
号，1930 年，第 30 页。

《国民政府训令第 195 号》，《国民政府公报》第 433 号，
1930 年 4 月 2 日，第 6 页。

《关于编制历书事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关系各部往来公函
汇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54 页。
近年来有关民国时期政治仪式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

成果，与节庆体系及时间政治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可参见陈蕴

茜:《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郭辉:《国民前期国家仪式研究( 1912 － 1931 )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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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些传统节日从形式上得以保留，并被纳入到新

编的国民历当中，成为普通民众需要遵守的“节

令”，但这些新定节日强行改换民众习俗的做法，也

与民众的习惯形成了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

约新历与新节庆体系推广的障碍。①

除了重订传统节日的日期及风俗习惯之外，国

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还试图将国民历构筑的时间体

系扩展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1930 年 5 月 27 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召集内政、教育、工商、农矿

各部及天文研究所，召开推行国历会议，由各部门报

告推行国历的相关事项，次日，各部门继续就修正案

进行讨论，形成六条推行国历办法。② 6 月 26 日，国

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常务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此前推行国历会议的修正案，最终形

成了《推行国历办法》。这些办法涉及内容十分广

泛: 一、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

乐等于国历新年; 二、各地集镇墟市以及庙会等日

期，一律遵用国历; 三、废历通信及附载废历之刊物，

一律禁印、禁运、禁售; 四、各地农民耕作时期，改用

国历推算与指示; 五、多印国历历本、日历、月份牌

等，以广推行; 六、规定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约及一切

文书薄记等，一律须用国历，方有法律效力。③ 在这

种情况下，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级党政部门

发布了各种针对旧历的禁令: 如内政部要求各地药

铺不能在“朔望折扣售药”，④铁道部要求各级铁路

部门要在旧历新年继续上班，⑤嘉定县政府则禁止

僧道在旧历新年分送灶牌春联，⑥鄞县县政府则禁

止旧历七月间施放焰火，⑦兰溪县政府公安局甚至

发布了禁止旧历七月循例祀孤的布告，⑧等等。这

些规定试图将国历推行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特别是针对农民日常生产生活时间的改造，期望

改变国历在农村推行不力的现状，而渗透于社会生

活各个方面的时间体系，从形式上也已成为规训中

华民国国民的社会规范。

另一方面，革命纪念日也进入国民历当中，构成

了“节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早在 1928

年，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就要求各地印书局在历书当

中加印红字“纪念周”，以促使民众对孙中山革命精

神的继承，在他们看来: “历书为民常备之品，一有

‘纪念周’三字则非在机关供职之劳工苦力各界，亦

可省几许记忆力，作如期之参加，而革命之学识即可

因纪念周而遍及于全民。事属轻微，收效至钜，除分

呈外理合具文呈钧会察核，提出常会表决即交省政

府通令各书坊、各印局遵照办理。”⑨遵循同样的思

路，1929 年 8 月 14 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文国民

政府教育部，针对革命日纪念在一般民众中影响不

广的状况，请求在历书中添加革命纪念日及纪念方

式，使人民“朝见夕观”，“则人民欲检查者，则开卷

可得，即不检查者，亦能时发现于眼帘。似此不特有

便于人民，且政府能不费若何之力，而收普及之效，

诚一举而两得也。”瑏瑠对此建议，9 月 2 日，行政院发

布训令，要求内政部、教育部筹划办理。瑏瑡 1929 年
10 月 3 日，天文研究所收到内政部、教育部的函件，

其中要求“将纪念式遵照加入，并以日为纲，按照简

明表之规定，将各革命纪念日各附印该日下方。该

样本内原订之各纪念日名称，有与此次规定不符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
民国时期的演变》，《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2 期。

《天文研究所五月份概况》，《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
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18 ～ 20 页。

《推行国历办法》，《中央周报》第 110 期，1930 年 6 月，专
载，第 1 ～ 2 页。

《训令: 第 3507 号( 十九年十月一日) : 令内政部: 为奉交
严禁全国各药铺沿用废历朔望折扣售药案仰转行査照办理由》，
《行政院公报》第 129 期，1930 年 10 月 8 日，第 7 ～ 8 页。

《部令: 铁道部训令(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 令
南浔铁路管理局: 铁道部训令通令应尊重国历在废历三十初一等

仍照常办公不得请假放假由》，《南浔铁路月报》第 8 卷第 1 期，
1930 年 1 月，第 8 ～ 9 页。

《查禁废历新年僧道分送灶牌春联由》，《嘉定县政公报》
第 67 期，1932 年 1 月 16 日，第 9 页。

《禁止废历七月间施放焰火由》，《鄞县县政半月刊》第 3
～ 4 期( 合刊) ，1929 年 8 月，第 90 ～ 91 页。

《为禁止废历七月循例祀孤由》，《兰溪县政府公报》第 11
期，1929 年 8 月 17 日，第 11 页。

《训令各县、公安局饬书坊印局印刷历书月份牌于星期一
日加印纪念周三字以促记忆文( 九月十九日) 》，《福建民政月刊》
第 2 期，1928 年 1 月 15 日，第 68 ～ 69 页。

《训令: 第 1188 号( 十八年九月十日) : 令各省教育厅、各
特别市教育局: 为令饬全国书坊历书日历日记应将革命纪念式及

纪念日简明印入由》，《教育部公报》第 1 卷第 10 期，1929 年 10
月，第 49 ～ 50 页。

《训令: 第 2910 号: 令教育部、内政部为饬知全国各书坊
将革命纪念式及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排印于历书日历日记内以广

宣传由》，《行政院公报》第 80 号，1929 年9 月7 日，第24 ～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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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分别修正，其为原本所无者，并已一一补入。”①

与此同时，为了使历书中的节日与纪念日产生相应

的效果，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制定的《仿印

国民历办法》就要求各地翻印历书时，在附录材料

中，必须印制《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及《革命纪念日

史略及宣传要点》。② 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

点》通过简述革命纪念日的历史及意义，并规定革

命纪念日的操演仪式流程，以便有效地传输国民党

的意识形态。

经过各方激烈的争论，国民历当中的旧历内容

多被删除，节庆体系得以重构，但有关“党义”的材

料却大幅度增加。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编制的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国民历》，其中就附有《革命纪

念日简明表》《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总理

遗教》《七项运动宣传摘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规定》《国历二十四

节气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封底则印上了《仿印

内政部、教育部颁行之国民历办法》。③ 与此同时，

随着国民历内容的完善，其制作流程也趋于“定

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于每年七月以前推

算翌年时日、岁序，并编辑节气、太阳出入时分表、朔

望两弦表、各省经纬表、交食图表及天象常识与关于

时政之图说; 由中央党部审查修改，加入革命纪念日

史略及宣传要点二类十九项: 总理遗教二十九则，七

项运动宣传摘要七条，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八章，

交由教育部添制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十一

条，汇齐付印，于十月或十一月间印成，经过装订、校

对各项手续，赶于十二月间，由教育、内政二部会令

封发。”④这些流程既保障了历书制作与发行的按期

完成，而且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审查，使得国民党

的“党化”教育在历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并通过官定

历书的发行，向社会广泛传播。不过，此种重新构建

的时间体系，只有真正推及普通民众，才能取得相应

的效果。但在民俗习惯及社会生产社会生活节奏变

动不大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又想在短期内取得

较大实效，显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四、国民历编订争论的多维审视

有关国民历内容编订的争论，是在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之后，急切期望通过历书强化自身政治权威

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新旧编历取向的冲

突，又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目的相连接，加之国民历

的制作与推行涉及与会各部门的权责利益。因而

就使得国民历内容重构之争论包含了极为丰富的

内容。

其一，国民历内容重构与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来

源的正当性相连，就使得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带上了

“政治正确与否”的强烈意味。从 1927 年前后的时

局变化来看，南北新旧政治势力激烈角逐，区隔新旧

也成为国民党强化自身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值得

注意的是，国民党眼中的旧历既指前清时宪书，也指

北京政府时期所颁发的历书。因此，在国民党中央

党部制定的《宣传国历大纲》当中，推行国历被赋予
“绝灭帝王专制思想”“破除迷信恶习”和“促进革新

事业”的重要功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附录的宣

传标语当中，将新旧截然对立起来，也反映了国民党

中央党部编订国民历的基本取向。如“旧历是不科

学的，不准确的历法!”“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

书，迷信日程的会典，我们要破除迷信，就要破除旧

历，实行国历!”“迷信是国民革命进程上障碍物，旧

历是迷信的参谋本部，我们要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

废除旧历，实行国历!”而对于历书的颁行则要求:

“废除旧历，要绝对禁止印售购买旧历书!”“废除旧

历，要把所存的旧历书和万年历一律焚毁!”这些口

号将新历旧历截然对立，而国民历的内容就是要完

全删除旧历的内容，以彰显南京国民政府的“新”:

因为“新旧历并用，是军阀假共和名行专制实的一

种象征，彻底革命，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与

此同时，这些简短的标语口号也简明扼要地揭示了

“弃绝旧法”的根本用意:“沿用旧历，就是奉行满清

的正朔，也就是民国的叛徒!”“全国民众一致服从

①

②

③

④

《关于编制二十年国民历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各部往来公
文》，《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30 年 1 月，第
125 页。

《仿印国民历办法》，《法令周刊》第 62 期，1931 年 9 月 9
日，第 3 页。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编:《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国民

历》，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颁布，1931 年。
中华民国教育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

1934 年，第 10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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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实行国历废除旧历!”①由此就不难理解，

正是历书编订者试图强化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权威的

根本用意，所以在国民历编订会议当中，“弃绝旧

法”就成为一个重要取向。不过由于旧历丰富的内

容及深厚的民众基础，使得编订者难以与旧历一刀两

断，从而构成了不同意见者争论的焦点。

另一方面，自民国建立以来，官定历书的编订基

本遵循“新旧并存，以便民用”的原则，形成了一整

套成熟完善的做法。在国民历的编订过程中，天文

研究所希望能够吸收此前的良善之法，并强化历书

“授时”的基本功能，因此试图在历书改制当中加入

天文图说等内容，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正是

基于此种考虑，天文研究所的诸位同仁提议在国民

历中将“孙中山语录”改为“天文常识图说”。不过，

在南京国民政府强化自身政治威权的情况下，这类

提议不仅引发诸多争议，而且国民历修改会议之后，

历书当中添加的党义材料反倒越来越多。学者们不

愿“政治介入学术”的期望变成了空想。② 由于国民

历编订以“党义”为本，从而使参与历书编订的国民

党党政机构，为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以往历书

的天文科学知识大加删改，反倒使得国民历具有了

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二，由于参与编订国民历的机构较多，与会各

方的部门利益与歧异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历

书编订的复杂性。民国初期，官定历书制作与推行

的任务都是由中央观象台承担。而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之后，国民历修订会议的参会部门不仅多，且分属

不同系统，这种情况就使得国民历编订中出现争论

不可避免。如最初国民历修订会议都是由天文研究

所召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内政部的

代表参加，但是随着推行国历运动的逐步展开，特别

是国民历内容的修订需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

政府的同意，加之历书的党义内容越来越多，推行国

历事务日益繁重，使得天文研究所难以掌握历书修

订的主导权。1930 年 5 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

部致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请求天文研究所继

续主持有关国历推行事宜的会议，其中就说:“查关

于历书之编订，旧历节日之移置，均经贵所召集内教

两部会同本部商同解决在案。惟关于整个推行国历

问题，如旧历新年歌各种礼节、点缀、娱乐移置于国

历新年之规定，旧历历书之禁印禁售禁用办法，各地

集镇墟市与庙会等日期之改用国历，商店于旧历新

年休业之取缔办法，各省农民耕作时期之改以国历

推算与指示以及其他有关推行国历事项，均应及时

详加讨论，妥为规定，由政府印发施行，以昭统一而

利进行。仍请贵所定期召集内教两部并有关系之工

商农矿各部会同本部通盘筹划，妥议解决，俾臻完

善。”③对此天文研究所则回复称，“来函所列各事，

涉及编辑方面者少，敝所纵有参与末议之必要，亦只

能应召派员列席，而发起召集，则应请贵部主持，以

明职掌。”④ 5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召开

所内会议，讨论了中央党部召集推行国历会议的应

对之策，决议:“向会议提议，自二十一年( 1932 年)

起，历书编制事务，请中央党部办理。本所仅供给天

文方面之材料之责。”⑤随后在 5 月 27 日的国历推

行会议上，天文研究所提出只承担提供历书推算方

面材料的任务，会议最终也同意了该请求。⑥

除此之外，因为参与的部门较多，有时不同部门

的主张歧异，往往需要将提案报送国民党中央党部

或民国政府进行议决，加之，由于各个部门的管辖机

关不一，问题的议决往往久拖不决。如教育部长蒋

梦麟请求将历书编制之事改属内政部管辖，行政院

也同意，但立法院认为该事项尚在考虑，暂不需更

改。另外，不同部门考虑自己的权责利益，在某些问

题上往往争执不决，如在涉及月历下添加干支的问

题上，教育部代表与内政部代表发生争论，内政部的

代表就认为如果同意教育部的提案，就与之前内政

部的做法及自身职责产生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因此

坚决反对。而教育部则因与会代表提议与长官意见

①

②

③

⑤

⑥

《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 30 期，1928 年 12
月 31 日，第 41 ～ 42 页。
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1985 年，第 100 页。
④《关于编制历书事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关系各部往来公

函汇志》，《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51 页。

《天文研究所第六次所务会议纪事》，《国立中央研究院
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12 页。

《天文研究所五月份概况》，《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
第 1 卷第 11 期，1930 年 5 月，第 18 ～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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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左，因而一再要求重议日序下列干支的问题。由

此可见，因为编订历书及推广历书所涉及的内容越

来越多，不同主张的对立及部门分割的弊端就制约

了历书编订。

其三，国民历内容修订的争论，也蕴含着不同思

想资源的冲突，彰显了国民历编订思想取向的多歧

性。在国民历编订会议的争论当中，不管是身负传

播科学知识重任的天文研究所，还是秉承“党国”意

志的党政部门，在改从西历的问题上，似乎保持了

“高度一致”。但此种“一致”的表象之下，则蕴含着

不同的目的，甚至呈现出对立的态势。就国民党党

政部门推行国民历的目的来看: 一是孙中山在中华

民国成立时宣布使用阳历。因而重新编订国民历，

摒弃旧历，就是遵从先总理的遗愿。二是与世界
“最进步的历法”接轨，无疑能够彰显国民党“趋新”

的“革命精神”。① 这两种考量实际上又都是着眼于

强化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及政治权威。

天文研究所的主要着眼点则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的科

学技术，以使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保持一致，并期望

通过影响广泛的历书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如针对

左洵要求在历书中详细注明潮汐时间，并删除朔望

以防民众借此推算旧历的提议，天文研究所于 1930

年 1 月 22 日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就“义正

辞严”地指出:“至于厉行国历之道，全在严申法令，

人民自当弃旧从新。若为防止愚民推算废历之可

能，而国历并废朔望，则事实上私造废历者本由因伪

袭误之旧本，亦不必依照国历。况外国历书中亦无

不可采用乎? 且恐民众之推算废历，而故将昭著之

天象讳莫如深，或曲为避忌，是不特因噎而废食，亦

近乎愚民以自愚。故敝所意见，以为潮汐预算之准

确起见，自应广设潮汐测侯所，以为密推各地潮汐之

预备。而朔望月象为万国历书所同载，与厉行国历

毫无冲突，有继续刊载之必要。想中央厉行国历，原

为实现总理崇尚大同之至意，自不应使中国历书在

世界上独为无朔望可查之畸形历书。”②天文研究所

从科学测量的角度条分缕析，阐明了测量潮汐之困

难，又从“崇尚大同”的角度说明了历书改革无需删

除朔望的缘由。如果对比国民党党政部门与天文研

究所改历的取向差异，也就不难理解国民历编订中

的“科学”与“党义”之争。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历运动也蕴含着

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③ 尽管在国民历的重构与推

行当中，“与世界大同”是重要取向之一。但在近代

中国，“与世界大同”的言说则意味着要使中国走向

富强，就要采用来自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制度。当政

者顺应这一时代“大势”时，会为自己赢得支持。不

过，当“与世界大同”对当政者政治权威造成消解之

势时，民族主义便成为当政者维护自身利益及争取

民众支持的工具。这在近代的历法纪年变革中也很

常见。④ 因而，当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阳历时，将来

自西方的阳历称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但也强调

是普通国民应该遵守的历法，所以将之改称为“国

历”，依据阳历编订的历书则称为“国民历”。⑤ 这些

倾向更明显地反映在“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的

使用上。1931 年，《中央周报》刊文指出:“爱国便应

爱护现在的国历”。⑥ 当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国历之

后，“公元纪年”传播日广，甚至对“民国纪年”的使

用造成冲击，引起时人及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1934年，有人在题为《中国人应该用中华民国纪元》

的文章中就说:“要堂堂地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便应该用中华民国的纪元。”不过他也承认“基督纪

元”在“学术上有便利的”: “就像叙录外国事件，为

求时期之准确或免除合算吾国年历之麻烦，而用基

督纪元，自亦未尝不可。不过吾们平常用纪年，不便

使用基督纪元，必须要用中华民国纪元耳。”⑦1939

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函全国各级党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 30 期，1928 年 12
月 31 日，第 41 ～ 42 页。

《关于编制二十年国民历本院天文研究所与各部往来公
文》，《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刊》第 1 卷第 7 期，第 126 ～ 127 页。
［日］小野寺史朗: 《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纪念日与国族

主义》，彭明辉、唐启华编:《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 政治
大学历史学系，2006 年，第 83 ～ 115 页。
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 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

迁》，《民俗研究》2012 年第 3 期。
高鲁:《国民历释疑》，《中国天文学会会务年报》第 4 期，

1927 年，第 84 ～ 90 页。
吴敬恒:《爱国便应爱护现在的国历》，《中央周报》第 144

期，1931 年 3 月 9 日，第 2 ～ 4 页。
静涵:《中国人应该用中华民国纪元》，《京沪沪杭甬铁路

日刊》第 875 号，1934 年 1 月 16 日，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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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地出版书刊执纸，纪本国最近事件，多废弃民

国纪元，而用西历纪年，殊属不合。嗣后务须应用民

国纪元，不得专用西历，必要时可将西历纪元附于本

国纪元之后，并加括号，以正视听。仰即转饬当地各

报纸刊物社，一体切实遵照。”①1941 年，蒋介石再度

强调民间要使用“中华民国纪年”。② 从这些例证就

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国历，而“取向大同”

与民族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矛盾，此种深层因素

外显于国民历编订中有关“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与

国民党“党义”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民

历编订的论争范畴。

五、余论

历法时间作为社会时间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

既见证了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蜕变，又包含着社

会意识蜕变的丰富内容。就如 A． J． 古列维奇所说

的那样:“时间的表象是社会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它的结构反映出标志社会和文化进化的韵律和节

奏。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以及组成社

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③1929 －

1930 年间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就集中地呈现了社会

时间秩序重构中民众与政府、学术与政治、民族主义

与世界主义等多重维度的复杂关系，也展现了现代

中国时间秩序构建面临的多重困境。

在国民历编订的争论中，“与世界大同”的言

说，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急迫诉求，这背后则

蕴含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在述论现代民族主义形成时，就注意到“共时

性”想象的关键性作用。④ 而围绕国民历编订的争

论，既展现了编订者构建现代时间秩序的努力，也见

证了编订者对新秩序的“共时性”想象: 新的时间体

系不仅是中华民国“与世界大同”的工具，还是将普

通民众塑造成为中华民国“国民”的素材。这种努

力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时间构建的困境，新的时间体

系与旧的时间体系如何并存交通，带有“西方”文化

底色的时间体系如何与中国特色的时间系统共融。

从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及成效来看，时人近乎决绝的

抛弃中国传统时间体系的应对方式并未取得理想的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改造最

传统的历法时间表达形式和载体———历书，从而建

立全新的时间秩序。尽管国民历编订会议中的各方

多将新历旧历截然对立，并从形式与内容上对历书

进行重构，但仍着眼于历书对强化政治权威的传统

功能，这种“传统的发明”实际又是“参照旧形势的

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⑤ 从

这个意义上看，帝制中国时期授时颁历的传统及影

响，也限定了国民历编订革新的程度。另一方面，作

为官定历书主要受众的普通民众，习惯于旧式历书

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和社会信仰系统，这就决定了他

们难以认可从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历书呈现出断裂

的国民历。

新的时间秩序的建立，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生产

生活韵律与节奏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政

治强力手段改变社会时间的运行状况，正如时人所

评:“大凡民众习惯，本不是政府一道命令所能旦夕

解决，是以移风易俗，须要持之以恒，化之以渐。”⑥

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强力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国

民历编订的争论与整合以及轰轰烈烈的国历运动，

进一步强化了西历作为“新历”的“先进”形象，使

其蜕变为“国历”“公历”，反衬了中历作为“旧历”

的“落后”面目，实际上彻底造成了中西历法对立

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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